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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整合与经济重塑: 统购统销与乡村社会发展之嬗变( 1953—1958)

吴建征，朱汉国
(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统购统销是国家基于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而采取的一项制度。该制度的诞生曾经历一个反复论证的过程。在

1953—1958 年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国家通过该制度进一步整合乡村经济，将其纳入到国民经济体系的框架中，重构了

农村生产与流通体系，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完成了对乡村经济的重塑; 另一方面，乡村经济对统购统销制度进

行了很强的回应，回应既包括积极的范畴，也包括消极的抵制。最终，在国家与农民的博弈中达到暂时平衡，统购统销制

度得以延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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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三大战役”之一的统购统销

制度，从衍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国家整合色彩，这与

当时的国家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有着天然联系。近年

来，对这一制度的历史探究愈发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在

当代中国，如何将分散的乡村社会经济整合到国家经

济体系中来，构建起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则是一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事实是自 1950 年代起，国家即通

过统购统销制度整合乡村经济，并力求将国家意志贯

彻到乡村社会。与此同时，乡村经济本身对统购统销

亦产生较强回应，正是在整合与回应的博弈中，国家与

农民之间达到暂时平衡。以下笔者即以 1953—1958 年

的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心，对国家整合视角下的乡村经

济作一探讨，以期丰富统购统销制度的认识面相。

一、国家需要: 统购统销制度源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并未封闭“自由市场”，征收

公粮和市场收购为国家获取粮食的主要渠道。然而，

伴随着经济恢复、重工业建设、私营屯粮等一系列形势

的需求，加之 1953 年夏秋粮食危机等因素的影响，粮食

供需之间矛盾凸显。据有关记载，1952 年 7 月 1 日至

1953 年 6 月 30 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粮食收支出现 20
亿公斤赤字［1］。1953 年 6 月，全国财经会议粮食组的

结论 也 是: 问 题 很 大，办 法 不 多，真 有 点 难 以 为

继［2］( P256)。陈云当时估计，1953 年可能会出现 43. 5 亿

公斤的粮食缺口，粮食不充足，将成为中国较长时期的

一个基本状况［3］( P203)。对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毛泽东

认为:“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

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

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4］( P302) 而当

时中国的粮食市场尚处于“自由市场”状态，私商屯粮

现象也甚为严重。正如陈云所说:“现在已有大批粮贩

子活动于小集镇与乡村之间。只要粮食市场乱，一个

晚上就可以出来上百万粮贩子。现在不少地方已经开

始混乱，粮多的地方则开始抬价。”［2］( P262) 如此看来，当

时中央对上述两种方法都曾做过考虑，但认为并不能

解决粮食供求紧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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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 ，等等。



1953 年 10 月 2 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指出，解决粮食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在农村实行征

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3］( P208)。陈云的论

断为统购统销制度的衍生明确了主导思路，指明了基

本方向，奠定了理论上的雏形。其后，中共中央又多次

研究和反复论断，并于 1953 年 10 月 16 日作出《关于实

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1 月 19 日，

政务院颁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

命令》。中共中央及政务院命令的出台标志着全国范

围内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在国家层面的确立。
统购统销制度的衍生，并非一蹴而就。从时间概

念和理论层面而言，它源于 1930 年代斯大林领导的苏

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和管

理的经验，随之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等地

某些范围内进行了试点。从具体缘起而言，新中国成

立之后，毛泽东、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基于国内外形

势，尤其是国内粮食供应紧张与人口增加、工业建设之

间存在的矛盾，经过反复论证并最终确立统购统销制

度。而统购统销制度的根本源起，正是国家的需要。

二、统购统销制度: 整合乡村经济

统购统销制度本身就蕴含了国家对乡村经济整合

的元素，在运行过程中凸显出以下特征:

其一，形成了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垄断性

结构，将乡村经济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体系框架中。
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运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对主要

农产品进行统一收购。而这种收购又体现了国家对乡

村社会治理的一种形态，即国家整合，其最终目的是将

乡村经济纳入到国家的整体经济架构中。正如薄一波

所说:“根据当时对社会矛盾和计划经济的认识，《决

议》中指出: 实行上述政策，不仅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

供求矛盾，更切实地稳定物价和粮食的节约; 而且是把

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

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

改造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总

路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 P270) 因此，统购统销制度

本身就是由国家统一收购并组织销售农产品，是国家

对农产品的一种垄断性行为。笔者认为，这项制度本

身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由国家统一从农民手中进行收购。这就改变了以往尚

处于“自由市场”的农产品市场结构，实现了对私商和

农民的双重限制，进而实现了国家控制; 第二，粮食等

主要农产品由国家统一销售，实行票证制度。这样，国

家从流通领域对主要农产品实现了限制，票证制度的

实施实现了国家对物资调配的整合。有学者指出:“统

购统销制度的实质是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资源的支配

绝对国家化。”［5］其实，统购统销制度只是从理论层面

上实现了这种状态，在具体施行中仍存在“瞒报”、“漏

报”等现象，也存在到基层以后的制度落实成效问题。
但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总体上实现了这一功能。而

处于分散状态的传统农本的乡村经济形态逐渐被纳入

到国民经济体系框架中，从而使国家能够对分布散于

各地和各户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资源进行集中调配及

管理。这对于当时处于粮食供需紧张的中国来说极为

重要。下表为笔者整合相关资料得出的一组数据①:

年 度 1953 年 1954 年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总人口数( 万人) 58796 60266 61465 62828 64653
粮食总产量( 亿市斤) 3337 3390 3679 3855 3901
人均占有量( 市斤) 568 564 597 612 606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从 1953 年至 1957 年，中国粮

食总产量由 3337 亿市斤增加到 3901 亿市斤，而人均占

有粮食从 568 市斤增至 606 市斤。这样，若排除出口粮

( 当时的整体形势是国家不可能进口粮食反而还要拿

出部分粮食用于出口)、种子粮、饲料粮、家庭副业原料

等因素，假定人均年消费 606 市斤原粮，则依然是很低

的消费标准。而且，逐年的粮食增产速度低于同期人

口增长速度。试想，如果国家不实行统购统销制度，粮

食则会仍处于“自由上市”状态，私商与国家征粮的斗

争则会持续不断，而私商的屯粮和哄抬粮价，无疑会造

成市场混乱，引发社会动荡。因而，国家通过统购统销

制度，将以粮食为主要农产品的乡村经济结构纳入到

国家总体的经济体系中，从而可以保证国家能够统筹

农业生产、工业建设、物资调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

统购统销制度为此创造了条件。
其二，重构农村生产与流通体系，促进农村合作化

运动发展。中国是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农业生产处

于相对“自由”的状态。通俗言之，即便农民种何种农

产品，种多少，何时种等基本不受外部政治力量的干

预，而国家出于战略需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就必然要

根据实际需要引导农业生产。这种引导是以国家制度

的身份出现，具有很强的支配力与决断力。具体而言，

由国家对农村下达生产任务与具体指标，农民则依据

国家所下达的任务进行农业生产，这便重构了农村生

产体系。而在传统乡村社会，国家以征收“皇粮”的模

式对乡村经济进行整合，这种整合主要起到了两种效

果: 一方面，“皇粮”成为国家国库收入的组成部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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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版，第145 页)、《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1949—1986)》( 农业出版社1989 年版，第6 页)。



主要是经济层面的意义; 另一方面，通过征收“皇粮”，
国家权力得以向基层社会延伸。但这种征收仅为农产

品的一部分，自行安排为主仍是该时期乡村社会生产

活动的主体。这种乡村社会治理格局是中国传统乡村

社会的主要存在方式，而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需要农

村完成国家既定目标的生产任务，其范围涉及到粮食

等主要农产品，则重构了农村经济流通体系。农村生

产与流通体系的重构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不容忽

视的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明确规

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要有计划。合作社的生产

计划和产品销售计划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同时要适应

国家的生产计划和收购计划。”［6］( P325) 我们知道，新中国

完成土地改革后，农村合作事业出现了一段发展的高

潮期，合作事业总体上按照“互助组—初级社—高级

社”的模式演进。在 1953 年以前，合作社大多数是在

自愿互助的原则下组建的，因而总体上深受广大农民

欢迎。而 1953 年中国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以后，合作化

运动再次出现迅猛发展之势，这与完成土地改革后所

掀起的合作事业高潮则存在较大差异。杜润生曾这样

评述:“在农民眼里，它已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业

合作社担负征购任务，行为国家化。为了保证粮食生

产和粮食收购计划，不得不控制播种面积; 为了维护集

体生产，不得不控制劳动力; 为了控制劳动力，又不得

不限制各种家庭副业和自留经济。”［7］( P43) 那么，如何看

待这段评述? 笔者认为，这是国家出于战略需要，将农

民的农业生产活动纳入到国家整体经济运行体系中，

使其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换言之，1953—1958 年的

合作化运动高潮，是国家出于粮食供需矛盾、工业化建

设等重大战略需求，采取政策性导向在广大农村建立

的能够直接获取农村剩余价值的组织载体。而这种组

织载体与统购统销体质的依存度很高，一个处于生产

领域，一个处于流通领域，共同促成对乡村经济结构的

变革。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正是由于统购统销制度的

实施，加速了这一时期合作化的进程，将更多农民纳入

到合作组织，从而为统购统销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

组织架构。而统购统销制度的第一步，则是要实现对

主要农产品的统购，这就需要引导农民种多少农作物，

农作物的种类为何，而不是农民想种植什么就种植什

么。这就需要集中土地与农户。中国从初级合作社到

高级合作社，直至到人民公社的发展历程正是达到了

这一目的。因此，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也促进了农村

合作化进程。由此可见，统购统销制度一方面促进了

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而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也需要

农村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

三、乡村社会: 回应统购统销制度

( 一) 乡村社会对统购统销制度的积极回应

1． 保障城乡供给，支援工业建设。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国的粮食供求关系明显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有

资料记载: 在 1952 年 7 月 1 日至 1953 年 6 月 30 日，国

家共收入粮食 547 亿市斤，比上年度增长 8． 9% ; 支出

587 亿市斤，比上年增加 31． 6%。收支相抵，赤字 40 亿

斤［2］( P225)。而统购统销制度的执行，使国家掌控了粮食

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权限，从而有效的保证了粮食征

购。据载，1953 年度内，国家共收购粮食 784 亿市斤，

超额完成计划 75 亿市斤［2］( P225)。可见，在中国实行统

购统销制度的第一个年度内，国家就超额完成粮食征

购计划，从而改善了城乡供给结构，统购统销作用之大

由此可见一斑。但这也反映出作为乡村经济主体的农

民对这一制度的支持，因为只有农民自愿支持统购统

销，才能保障该制度的正常运行。那么，当时的乡村经

济处于何种状态呢? 笔者依据 1954 年对全国农户的

抽样调查整合出一组数据①，如下表所示:

户均农业生产资

料占有量

耕地 耕畜 犁 水车

15． 8 亩 0． 92 头 0． 62 部 0． 11 部

注:1954 年户均年农业收入为 420． 6 元( 占当年总收入的比例为
60． 7% ) ，尚不足以抵偿生活费用的支出( 平均每户为453． 8 元)

人均消费主副食

品数量 /年
粮食 肉类 食油 食糖 蔬菜

373 斤 9． 2 斤 2． 6 斤 0． 8 斤 141 斤

注:1954 年户均年生活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例为68%

如上表所示，当时农民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料仍然

相当少，户均农业收入尚少于生活消费支出，只能依靠

副业及其他收入弥补。再从农民的消费状况观之，生

活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比重很高，这说明恩格尔系数

较大，农民的生活处于很低的水平。而此时国家还可

以挤出一部分粮食出口以换取建设物资，从而保证大

规模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足以说明农民和农村经济

对国家建设的支持。
2． 稳定市场物价，维护社会秩序。毛泽东在 1955

年曾指出统购统销制度有五项好处:“第一，对贫农有

利，贫农缺粮，保证他们饿不死。第二，对灾民有利。
不统购统销就要饿死人。第三，对发展经济作物有利，

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可以买到粮食。第四，对城里人

有利，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可以拿些豆子出口换

回机器。”［8］( P310) 从中可以看出，这五项好处的前第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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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直接关于粮食与农作物的。对于人口多、资源不

足的中国而言，粮食则更关乎物价的稳定以及社会秩

序的有序。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使国家能够统筹安

排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征购和分配。否则，任由

私营粮店与国家争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资源，任由私

商哄抬粮价和物价，很容易引起市场混乱，而粮食价格

的动荡，必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引发难以估量的联动

效应。正如陈云所说:“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的计

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措施，它关系到

全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也关系

到我国城乡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3］( P255) 虽然统购统

销制度在实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

乡村社会和农民的抵制，但总体上还是按照国家预想

运行，无论丰年、欠收年，无论产区与销区，国家对粮食

等主要农产品的差价按照计划调节后统一分配到各个

部门，并没有重演 1937—1949 年间恶性通货膨胀的历

史，从而有效稳定了物价，维护了社会秩序，也有效保

证当代中国“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
( 二) 乡村对统购统销制度的消极回应

1． 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

1953 年统购统销之初，国家规定:“农民在缴纳公粮和

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

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

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

无的交易。”［9］( P561) 由此可见，国家在这一时期允许农民

拥有对余粮的部分处置权，而在统购统销制度执行初

期的地方实践上，因一些干部缺乏经验，未有正确处理

好粮食生产与收购之间的关系。杨继绳曾回忆他当年

到乡政府买粮的情景: 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任务以

显示政绩，突破“余粮”的界限，强制农民卖掉所有粮

食，待到秋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断粮了，这时乡政府又开

供应粮食的条子，让农民去粮库排队买粮，且每次只开

5—10 市斤［10］( P17)。这便使原本就觉得自身生产和销

售权利受到剥夺的农民产生了抵触情绪，进而挫伤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湖南醴陵曾有农民发出不满情

绪:“做啥? 做出来也不得吃，做出粮食还有罪，还不胜

人家二流子哩，吃吃喝喝，临了还不卖粮，也不受罪!”
“生 产 干 啥? 产 的 多，要 的 多，不 如 不 产 不 罗

嗦。”［11］( P228) 再如，1954 年，安徽临泉秋季遭受了严重水

灾，致使旱灾作物大面积减产。“但是，县粮食局在制

定 1954 年的统购任务时，不仅没有考虑到灾情的因素，

反而 将 1953 年 统 购 量 的 430 万 斤 提 高 到 600 万

斤。”［12］从以上几个实例可以看出，在统购统销的具体

实践中，缺乏合理的统筹安排，出现了违背客观规律的

征购模式和超过预期的征购计划，从而挫伤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国家出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战略需要，对农业的投资比例很小，在“一五”计划时

期，国家对关系国家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农业的投

资额只占到总投资额的 7． 1%［13］( P477)。如此低的投资

比例，是否大多用于农业生产领域及相关配套设施的

建设呢? 其实不然，张学兵曾指出:“对农业投资的使

用更多地放到了国营农场及农口部门的行政开支方

面。”［14］国家对农业生产及相关领域的投入由此可见

一斑。如此一来，国家不仅剥夺了农民的农产品销售

自主权，且对农业的投入明显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以及农业生产效率低

下。
2．“高征购、平调风”与瞒产私分现象并存。1958

年“大跃进”，放“卫星”的估产结果直接导致了统购统

销领域的高征购。据载，1958 年的粮食产量仅比 1957
年增产 2． 5%，却浮夸增产 70% ～80%，甚至翻一番，结

果导致 1958 年的粮食征购量由 1957 年的 960． 8 亿市

斤上 升 到 1175． 2 亿 市 斤，比 上 年 多 征 购 了 22．
3%［15］( P331)。这样，1958 年的粮食增产量为 2． 5%，而受

浮夸风影响，粮食征购数量却增加了 22． 3%。显而易

见，这剩余的差额只能从农民的口粮、种子等方面补

齐，这便引发了农民对统购统销的排斥与抵制，并影响

了翌年的正常农业生产。而个别地方的平调风更是对

农民的直接剥夺。1958 年，安徽省古城大队社员向公

社“卖”出 12 万市斤粮食，竟然分文未得，全部粮款均

被公社占有［16］( P70)。如果说“高征购、平调风”是 1958
年“大跃进”后在统购统销领域存在的问题，且农民为

被动角色，那么，“瞒产私分”现象则是长期存在的，农

民承担着主动角色。早在 1953 年，陈云曾经说过:“农

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

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3］( P207) 而在对粮食

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时，毛泽东曾提出，

粮食定产要低于实际产量，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吃一

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

不叫”［7］( P47)。但事实上，农民若想实现“人不叫，猪不

叫，牲口不叫”是非常困难的，而“政绩”的浮夸风和“大

跃进”的高指标，致使农民上述愿望的实现更为困难。
那么，农民为获取所需的粮食等农产品，就必须突破当

时的制度限制，“瞒产私分”现象由此产生。尤其是

1958 年“大跃进”后，这种现象更为严重。毛泽东在

1959 年 2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指出:“再则全国，除

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发生了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
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17］( P9) 瞒产私分为制度所

不许，但又普遍存在。笔者认为，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统购统销制度属于国家层面对乡村经济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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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作为这项制度的被动接受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虽然国家是出于战略需要，并对缺粮者进行返销和补

贴，但农民从自身意愿出发，更向往获取较多物质财

富; 二是国家对此虽然采取了一些方式加以打击，但农

民毕竟是农产品的直接生产者。毛泽东也曾说过:“生

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

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
抢产共 产。我 以 为 生 产 队 的 做 法 基 本 上 是 合 理

的。”［18］( P62)

总而言之，统购统销制度作为这一时期国家对乡

村经济整合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乡村社会经济对国

家政策回应的重要媒介。在这一阶段统购统销制度的

实行过程中，国家作为主动者，主动实施着这一政策，

不断改变着乡村经济形态; 而农民所引领的乡村经济

作为受动者，一方面接受这一制度; 另一方面，也进行

了一定抵制，以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心，在整合、接受、抵
制的多重形态互动过程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在

博弈中达到基本平衡，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经济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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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s Ｒole in Ｒeshaping Economy: State Monopoly of Purchase
and Marketing and the Gradual changes in the Countryside( 1953—1958)

WU Jian － zheng，ZHU Han － guo
( School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The state monopoly of purchase and marketing is a system based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its
practice from 1953 － 1958，the state integrated the rural economy into the framework of the national econ-
omy． In this system，the rural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s restructured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the agri-
cultural cooperation movement，thus reshaping the rural economy． However，this system got a strong re-
sponse including i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tors． In the end，a balance was made between state and
peasants to make this system continue and develop．
Key Words: state role; reshape economy; state monopoly of purchase and marketing; soci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1953 －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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